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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相联”与中西之间

———论欧洲近代哲学中的儒家哲学元素

张 允 熠

摘　要:“两极相联”是马克思对中西两种文化系统相接触的譬喻.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于

１６世纪西传欧洲之后,得到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回应,中西思想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汇,中国哲学与希

腊哲学形成了两大精神动力,不仅促进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形成,而且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中西哲

学名异实同,中国哲学原则被纳入并渗透于欧洲形而上学体系和思维形式,尤其是自然神论、有机论哲学、

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等范畴之中,影响了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等欧洲主流哲学家.挖掘和研究这一史实

不仅有助于还原中华民族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作的贡献,也有益于开显当代中西方哲学在跨文化交流中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未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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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３年,马克思用“两极相联”① 这一黑格尔曾使用过的谚语来指称中欧之间的思想际会,西方

汉学家又把这称为“伟大的相遇”② .所谓“两极”,一极指地球的西端即欧洲,另一极指地球的东端即

中国.本文谨以马克思曾借用的成语为题,力求揭示中西哲学交往的史实和二者相联的心路,按照

外证与内证相符、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回顾并还原１７ １８世纪中西方思想文化交往的真相,并
通过梳理西方学者回应“中学西传”的学理脉络,开显传统中国哲学或思想文化对欧洲近代哲学的渗

透,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

一、哲学思想的中西际会

中国哲学何时传入欧洲? 虽然在１６世纪之前,世界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中国思想文化西传欧洲

的涓涓细流,但利玛窦于１５９４年用拉丁文翻译«中国四书»,以及罗明坚、金尼阁等人的此类著述,应
被视为中国哲学西传欧洲的正式开始.至１８世纪末,大量中国经史典籍已经被介绍、翻译到了西

欧.美国学者埃德蒙莱特斯指出:１６至１８世纪随着耶稣会士往来中西之间,欧洲人对中国的见闻

“最典型的传送方式就是透过在东方的教士之书信,托寄回在欧洲的教士.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后,成
为１８世纪欧洲士人间大量流通的读物.书志编纂学者对这些书信集散布的状况加以研究(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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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包括:购书者系何人,收藏这些书信集的是哪家图书馆,哪些书商),结果显示散布之广相当可

观———从波兰到西班牙都有所发现”①.据统计,仅法国一国派往各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寄回法国的信

函就有３４卷之多,其中１６至２６卷约１１卷是从中国寄来的②.

１７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酝酿和近代哲学形成的时期.此时,中西际会,以儒学为载体的中国哲

学流布欧洲,孔孟儒学中的人文主义、“易学”原理和朱熹理学中的“太极”、“理”、“道”、“阴阳二气”等
范畴,使欧洲思想界耳目一新.儒学中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吸引了西方思想家,一时成为批

判基督教神学的他山之石和重构欧洲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美国学者罗博特姆指出:“(儒学)这种

人文主义在很多方面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形式.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人主义.经

过１７世纪,欧洲人逐渐从这种个人主义观点过渡到人是社会动物的观念,直到以人的需求和愿望为

基础的社会观念被创造出来(这里还有一场运动,直到百科全书派的时代才达到高潮,大约在１７５０
１７７８年间).儒学以自己的优势加入了这两场重要的运动.”③儒家道德理性主义既强调个人道德操

守,又强调道德责任,“在这两方面关于道德完美性的学说是一种更广泛、更普适的理念,必然会对正

服膺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人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④.
然而,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中国哲学毕竟只有融入欧洲哲学语境或通过欧洲化进程才有可能发

挥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透过中西之间的历史性际会来分析两种哲学的异同,并考察欧洲对中国

哲学的回应和中国哲学融入欧洲的途径.
(一)中西哲学的异同.毋庸置疑,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除通常认为西方哲学有

逻辑体系而中国哲学缺少逻辑之外,人们还认为西方哲学有本体论而中国哲学无本体论,西方哲学

有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无形而上学,等等.差异固然存在,却也被夸大了.实际上,二者异名而同

指.中西哲学邂逅和交流,最初遇到的是语言和翻译问题.翻译外来名词和术语,通常采用两种方

式,一种是借词,一种是译词.对于一种指称对象,如果人有我有,就用译词;反之,就用借词.一般

说来,一个文化势位高的民族,在翻译外来语言时必然译词多于借词.相反,则是借词多于译词.对

于物质名字,无论人有我无或人无我有,翻译上较易对应,歧义不大.而对于一些抽象名词,尤其是

对于哲学范畴,就很难找到确切的对应词,这样,歧义必然发生.例如,像being这个高度抽象的哲

学术语,有学者指出:“对于西方哲学这座大厦来说,具有奠基石的功效,对于我们追溯西方哲学思想

方式来说,又有行经走纬的作用.”⑤解读和辨析being概念,从中世纪到现代,在西语体系中争执了

数百年;引进汉语世界时,更难寻到一个与之百分之百确切对应的同义词,一般所谓的“是”、“有”、
“在”、“存在”等不同译法,对于理解西方哲学的本质常常会造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效应.诸如

philosophy(哲学)、ontology(本体论)、metaphysics(形而上学)、logos(逻格斯)、nous(理性)等哲学

范畴,在翻译和理解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哲学”———并非一个音译的借词,而是一个实意相应的汉译词.日本学者西周在把希腊文的

philosophia译为“哲学”之前,也曾译成“希贤学”、“儒学”、“理学”等.在西周看来,西方的 PhilosＧ
ophia在中国学说体系中本来就存在,它就是“儒学”、“理学”、“义理之学”或“性理之学”.东西方在

追求人生宇宙的真理上,其心其理是相通的,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用“哲学”二字翻译

philosophia,西周是第一人,但用汉字对译philosophia,西周则晚之又晚.早于他二三百年前,１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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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玛窦在«天主实义»里首次将philosophia译为“理学”;同时,他在写往欧洲的信件中,又把中国

的“理学”和“性理之学”对译成philosophia,这是欧洲人始知中国有哲学的最早记载.不过,利玛窦

只承认中国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①.而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中则认为,中国不但有“道德哲

学”(在孔夫子那里),而且还有一种“自然哲学”(在«易经»中)②.二十年后,意大利人马尔蒂尼(卫匡

国)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该书认为“易学”原理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同,都是把“数”看成宇宙

本体,“易学”就是philosophia③.
正因为在西方来华人士的眼里中西各有其“哲学”,所以他们才致力于在两种哲学之间寻求可以

充当最大公约数的译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借词.如,１６２３年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既

用了译词又用了借词,他界定“理学”说:“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

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沙,如玉在璞,须淘之剖之以斐禄所费

亚之学.”④这样,艾儒略就在“格物穷理”和形上形下的意义上把西方哲学(斐禄所费亚之学)与中国

哲学(义理之学)等同起来.在葡萄牙人傅泛际和李之藻合译的«寰有诠»、«名理探»中,Philosophia
(斐禄所费亚)一词还获得了“性学”(超性之学)、“爱知学”等译名⑤,其中“爱知学”比西周的“哲学”译
名更贴合“斐禄琐费亚”本义.在诸多译名中,“理学”流行较广:中文叫理学,西文就叫“斐禄琐费

亚”,反之,西方人叫“斐禄琐费亚”,中国人就叫“理学”.
有学者坚持认为:西方哲学又称“形而上学”(metaphysics)或“本体论”(ontology),而中国没有

“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中西哲学之间的意译或通约的误区.所谓“形而上

学”,即追求形上的终极和超验“本体”的学问,而所谓“本体论”,古希腊哲学中并无此概念,它实为一

个德文词汇(ontologie),是莱布尼茨学派的沃尔夫最早命名的———就字面而言即关于系动词的学

问.实际上,该词在从希腊文转译为拉丁文等印欧语时早已出现了歧义,再将它译成汉语时,其争议

之大更可想而知了.于是,便出现了“万有论”、“存有论”、“存在论”、“本体论”等多种关于ontology
的中文译名.

孰不知,“本体论”一词在汉语中被普遍使用恰是出于中国哲学语境自身的理解,因为对“本体”
的研究实为中国哲学固有之问题.例如,儒、释、道三家都讲“道”,“道”就是中国哲学的本体,围绕着

何者为“道”以及如何得“道”,中国哲学内部有长达两千年的争辩,在魏晋时期,是关于“有”、“无”的
争辩,在宋明时期,是关于“理”、“事”或“心”、“物”的争辩.把“有”看成本体,“有”就是“道”;把“无”
看成本体,“无”就是“道”.宋明理学诸大师虽然都把“理”作为本体,但认为最高的本体是“太极”,所
谓“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意.而心学家们则把本体安置在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之中,如王阳明反复强

调“知是心之本体”,“本体”就是一种自我意识,“致良知”也就成了认知本体的内省功夫.可见,把
“being”理解为“本体”,用“本体论”翻译ontology,尽管并不合西方哲学原意,但却打通了中西哲学各

家各派的话语通道,从而使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西方哲学范畴禀赋了中国属性.
对“逻格斯”(logos)、“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解读同样如此.“逻格斯”在汉语中被译成

“道”、“理性”或“宇宙精神”,但无论怎样译,这一外来的抽象语汇很难确切地呈现原意,致使如今仅

把它作为一个借词使用.“逻格斯”通常也指“本体”.“形而上学”这一译名,源自对«易传»“形而上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解———“道”就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器”是形而下的经验物事,中

３６“两极相联”与中西之间———论欧洲近代哲学中的儒家哲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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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哲人关于“道器”、“理气”、“心物”、“体用”、“本末”、“知行”、“天人”、“动静”等对立范畴的辨

析,就包括着形上与形下、超验与经验的思辨,它们构成了中国哲学的轴心话题.由此来看,中西哲

学都有对本源性、至上性实体的追求,基于中国哲学所理解的“本体论”来翻译西方的ontology、metＧ
aphysics、logocentrism,确为异名而同指、实同而名殊而已.

强调中西哲学“名异而实同”,并不是说二者毫无差别.首先,两者在形式和方法上有异,即西方

哲学更强调“道”、“器”二分,由此形成了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认知论路线;中国哲学更强调“道”、
“器”的合一,由此形成了重整体和动态平衡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一元论传统.其次,在“道
器”、“本末”、“体用”、“主客”、“心物”、“天人”、“动静”、“知行”等诸多范畴的“合一”中,中国哲学强调

“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相互包含性,这赋予了中国哲学以辩证的特色;出于逻辑规律(不矛盾

律)的思维定势,欧洲哲学的“二元对立”通常指两种性质相反事物的对立,如“此岸”与“彼岸”,这种

对立终难统一.而中国哲学的“对立”指的是同一事物正反(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所谓“一物两

体”,“两体”本来就是“一物”.其三,中国哲学重视现实世界,而西方哲学重视此岸与彼岸的分野,否
则,就不可能有精神超越,从而不仅限制了对超验的信仰本体的追求,也限制了对科学理性的知识本

体的探索.因此,西方哲学排斥“绝对的”统一观,中国哲学缺少“不矛盾律”的逻辑认知论.
(二)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哲学的回应.１６、１７世纪,继希腊哲学被重新发现之后,儒家哲学

西传,进一步点燃了欧洲启蒙主义的火种.罗博特姆写道:“当一位支持者大声说道:‘如果柏拉图从

地狱中出来,他会发现他的理想国在中国实现了!’他的话表示承认在欧洲思想解放的使命中,孔子

和柏拉图在两次运动中担任着相同的角色.”①“两次运动”指的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前者受益于

希腊(柏拉图),后者则得力于中国(孔子).莱布尼茨的«论中国哲学»、马勒伯朗士的«一个中国哲学

家与一个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沃尔夫的«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伏尔泰的«论孔子»、魁奈的«论中

国的专制主义»等著作,都是这个时代著名欧洲启蒙哲学家对儒家哲学传入后所做出的回应.
实际上,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东方的一切都着迷”,中国道德哲学的传

入更为欧洲人所看重.法国史学家 G莱姆森认为,１７至１８世纪的欧洲,“思想之转变,不仅由于抽

象之思考,且亦由于具体的新事实之发现.此具体的新事实,即指中国文化之传入欧洲,予当时思想

家以鼓励是也”②.写作«１８世纪英国思想史»的斯蒂芬爵士③指出,自从非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

联系以后,英国人对人类历史才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在«从中国人那里借来的议论»一文中写

到:“欧洲自由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彼等攻击基督教神学所持之理

论,几全为孔子的学说”,譬如,“鲍林白洛克(LordBolingbroke)以贵族政治家身份,宣扬中国文化尤

力,其致Swift函有云:‘孔孟皆为最奇特形而上学家,同时亦为最佳之道德家.其学说分三部:一、个
人对自己之责任,二、个人对家庭之责任,三、个人对国家之责任.总之,每人皆可做哲学家,亦可担

任公务,以前之人如此,今后之人亦如此.进而为政治家,退而为哲学家”④.
欧洲近代哲学产生于１７世纪,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三人被称为“欧洲哲学之父”.笛卡

儿被奉为欧洲哲学开创山门的人,斯宾诺莎属于笛卡尔学派的左派,而莱布尼茨深受笛卡尔和斯宾

诺莎的影响,也属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欧陆唯理论学派.而唯理论学派所“唯”之“理”(理性),不是

基督教经院哲学中神秘的“逻各斯”或“奴斯”,而是reason.要知道,朱熹哲学之“理”,恰被启蒙思想

家翻译为reason.儒家哲学在欧洲思想界的传播,莱布尼茨无疑是关键人物.莱布尼茨接触«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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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有着多元、广泛的渠道.其一是斯比塞尔、卫匡国、基歇尔①等人的著作.１６６０年斯比塞尔在荷

兰莱顿出版了«中国文史评析»,书中记载了«易经»,这可能成为早期莱布尼茨了解中国哲学的参阅

文献②.斯比塞尔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借助于卫匡国于１６５８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这部书对中国

“易学”的介绍,早于莱布尼茨自称发现“二进制”２１年之久.其二是殷铎泽与柏应理等人合写的«中
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莱布尼茨在１６８７年１２月９日写给友人的信中明确提到他已读过这本书.其

三是他与来华耶稣会士白晋等人的通信———“莱布尼茨与在华耶稣会士白晋之间的通信,提供了从

１６９７年到１７０４年那个时代哲学知识最激动人心的传播”③.莱布尼茨的“易学”研究,“增强了他对

知识普遍性的信念,并且是１７世纪欧洲对中国哲学兴趣的一个智力高点”④.“莱布尼茨以他的论述

方式对新儒学术语的阐述,成为１７世纪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知识最渊博的解释.”⑤实际上,莱布

尼茨早在２０岁时,就已经在一篇«论组合的艺术»的论文中提到了中国文化,他的青少年时代完全有

可能从其父遗留给他的大量家藏图书和文献中接触过«易经»哲学及其卦图;莱布尼茨在临终前写给

德雷蒙论中国哲学的信中,还提到了德国汉学家安德列弥勒⑥及其１６７８年出版的«阿布杜拉白

达瓦鲁斯中国史»一书中的“伏羲卦图”,白达瓦鲁斯正是１３世纪对欧洲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阿

拉伯学者⑦.
(三)中国哲学融入欧洲哲学的主要路径.美国学者雅可布逊认为,１７至１８世纪中国哲学对欧

洲的影响有两条线索可寻———“一条是由莱布尼茨经由培尔到休谟,另一条是由魁奈经过亚当斯

密到休谟”⑧.就第一条路向来说,莱布尼茨旅居法国时与唯物主义哲学家培尔因观点不同发生过辩

论,费尔巴哈曾说:“正如莱布尼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万能的天才,是一个在各门科学中都有所建树的

天才,培尔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不是在同一规模内———包罗万象的批判家.”⑨培尔批判了莱布尼

茨哲学中的经院哲学遗痕,但却把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的“自然神学”视为与斯宾诺莎

无神论一样的典型.至于休谟,其«人性论»一书就是在法国完成的,休谟明确承认其学说与笛卡儿、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人的观点有密切关联:“休谟对斯宾诺莎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比埃

尔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中的有关条目.休谟步培尔的后尘,主要考察了斯宾诺莎关于实体和属

性的学说,并与培尔的观点如出一辙.”莱布尼茨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休谟既受莱布尼茨的影响同

时又受斯宾诺莎的影响,培尔则发挥了中介作用.
就第二条路向来说,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首领魁奈是１８世纪欧洲宣扬中国思想文化的又一重

量级人物,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深受其影响.亚当斯密又是休谟的忘年交,两人自１７５２年之

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斯密的两部名著«道德情操论»(１７５９年)和«国富论»(１７７６年),都
是在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其道德哲学原理与休谟的«人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性论»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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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１６０２ １６８０),耶稣会士,德国１７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东方学者,卫匡国的

数学老师.基歇尔在欧洲被称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
胡阳、李长铎:«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第３８页.

D．Garber& M．Ayers,TheCambridgeHistoryofSeventeenth Century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８),８８．

D．Garber& M．Ayers,TheCambridgeHistoryofSeventeenth CenturyPhilosophy,９７．
D．Garber& M．Ayers,TheCambridgeHistoryofSeventeenth CenturyPhilosophy,９８．
安德列弥勒(AndreMuller,１６３０ １６９４),柏林法官,１７世纪德国著名汉学家.弥勒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热心研究中

国,他１６７８年著有«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AbdallaeBeidavaeihistoriaSinensis),介绍了１３世纪阿拉伯学者阿布杜拉白

达瓦鲁斯(AbdallaBeidavaeus)关于«易经»的研究.
[德]莱布尼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美]NP雅可布逊:«休谟哲学可能受东方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德]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史著作选»第三卷,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７６页.
周晓亮:«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８页.
周晓亮:«休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页.



的时间早于斯密的两部著作,应该说休谟影响了斯密更符合逻辑.
这两条路线反映了以儒学为标识的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主要得力于德、法、英三国中的顶尖

哲学家,两条路线交集于莱布尼茨其人.莱布尼茨终生热爱中国文化不是偶然的,他与笛卡儿学派

的深厚渊源及其在荷兰的游历奠定了他重视中国哲学的基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启蒙时期中欧

文化交流的中心,笛卡儿在那里渡过了大半生直至去世,１６５８年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也在阿姆斯

特丹刊行,莱布尼茨正是在那里结识了斯宾诺莎.沐浴“东方余风流韵”的斯宾诺莎少年时有一位耶

稣会士的家庭教师,１８世纪法国著名学者阿让斯曾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同中国的“理”十分类似,
甚至认为它只不过是用西方的“神”直接替换了中国的“理”而已①.因此,雅可布逊说:“莱布尼茨以

后,东方哲学就成了欧洲哲学的一个基本特色.”②

二、中国原理被纳入欧洲的思维形式

由上文可知,中欧哲学的对译和中国哲学的西传,实起因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所引发的两大

文明系统之间的邂逅性相遇.就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来说,“伟大相遇”的史实仅为外证,内证则

需要从对中国哲学融入西方哲学学理内部的分析和论证中开显出来.
(一)中国“实体”(自然神论)与无神论.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文艺复兴以后,由于新知识(古希腊

和东方学)的发现,一场旨在用新的自然概念取代启示神学的运动在欧洲兴起.从根本上讲,这“新
知识”乃是由于儒家哲学的输入才激活了欧洲人对它的记忆———“他们发现了中国早在几个世纪前

已经明确地解决了问题”,“自然神论和中国热的产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中,是并行的潮流”③.它力

求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用除了启示神学之外的其他方案

解决吗? 或者说,人类思想理性化的进程能够带来某种自然与理性的结合吗?
众所周知,斯宾诺莎的实体就是“自然神”,“自然神”是隐蔽的无神论.这源于斯宾诺莎与笛卡

儿共同的学术师承,即自幼接受的教育赋予他们的哲学以浓郁的“东方余风流韵”.笛卡儿从８岁到

１６岁在耶稣会学校中接受了８年教育,这影响了他的一生,致使“他的著作泛发着一股从柏拉图到当

时的任何哲学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气质”④.人们从笛卡儿学派的实体论中,不难看到儒家

哲学实体的身影,那就是“理”或“道”.
当年来华的耶稣会士虽然“崇先儒拒后儒”,但他们翻译的«四书»,却是经过朱熹注释的,因此不

可避免地接受了朱熹新儒学思想.朱熹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道”的理念,建立了其客观主义

的“理”学体系.在他那里,“理”(实体)具有先验性、超时空性、生物性和主宰性,它为自然和社会立

法,但却不是人格化的上帝.“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⑤“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

者,有情有状是此器.”⑥“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 盖

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⑦朱熹的这种“理”,按照欧洲人的观点,就是那种以理性实体或

物活实体取代“上帝实体”的“自然神论”.莱布尼茨在«论中国人的哲学»一文中,非常准确地利用斯

宾诺莎的“实体”来诠释朱熹的“理”,他指出:“中国人的理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名称之下所崇拜的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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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要断定中国人是否承认精神实体,我们尤其应该研究他们的‘理’或规范,它是万物的第一推

动者和理由,而且我相信它和我们的神的概念是一致的.”“实体”在斯宾诺莎那里就是“神”,但斯宾

诺莎的“神”恰恰不是神而是物.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的不同就在于他强调活力论意义上的“精神实

体”,他明确提到了«朱子»这本书:“书名为«朱子»的第２８卷关于哲学第１３页的一段.著者说得非

常好:心非气,而气之力.我想象他的意思是要说:理(姑且这样说)是万物的精华、精力、力量和

主要的体,因为他特意把理同气的物质区别开了,在这里好像不意味着原始的精神实体,而是一般地

意味着精神实体或隐得来希,即像灵魂那样具有始动性和知觉或行动的规范的能力.”①莱布尼茨对

朱熹“理”的理解不脱当时欧洲文化背景和欧洲哲学话语传统———“‘理’是一般的精神实体或‘隐得

来希’即灵魂”,这简直就是标准的欧式“活力论”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显然,这其中有朱熹哲学

的影子.
在谈到朱熹的鬼神观时,莱布尼茨写道:“«朱子»第２８卷第２页问:‘这些鬼神是气吗?’他答道:

‘它们与其是气本身,还不说是气中有力、活力、主动性.’”“这位中国哲学家在第３９页上说,天上的

鬼神即天上的帝王叫做神,因为天上的气到处扩散.”“中国人不相信天上有任何生命,有智慧的神,
只相信有气,它有主动性或作用.”“中国作者给予神的不仅是力量或主动性,而且还有智慧,因为神

让人畏惧、崇敬.把气———即稀薄的物体———看作是神的载物体.鬼神只不过是气、物质.”“我
认为(总的来说),他们古代圣贤的意图是尊敬理或至上的理性.理及其作用到处可见,有时直接在

粗笨的物体中,理在这些物体中是这些物体的创造者;有时表现为理本身的使者即下级鬼神,有德性

的灵魂就结合在鬼神之上.”②从中,我们既读懂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也发现了斯宾诺莎的身

影———这显然已是一种地道的、欧化的泛神论或自然神论的观点了.“无神论”在欧洲本含贬义,而
“自然神论”或“泛神论”作为“无神论”的代名词,则是进步思想家用来反教会、批判有神论的理性

工具.
(二)朱熹哲学与“有机论”.当代哲学界一般把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称为“有机哲学”.

然而李约瑟却认为:在中西哲学比较中,中国哲学是“有机论”,尤以朱熹哲学为代表;在西方哲学中,
莱布尼茨是“有机论”,而且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有机论”哲学体系③.李约瑟指出:莱布尼茨受到

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朱熹哲学的影响.
正是«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把朱熹哲学推介给了欧洲思想界.该书在«导言»中说:“儒家自汉

代以来,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在明代就集中表现在将程朱理学作为顶礼膜拜的偶

像,‘非朱之言不尊’,‘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④«导言»还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太极”概念,指
出:即便朱熹本人也承认,无论伏羲还是文王、周公,都没有使用过“太极”这一概念,“太极”一词只是

孔子自己在«易经»的“附录”⑤中写上去的.“太极”即是一个包括着阴阳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体系,
朱熹认为,自太极至万物化生,统是一个大源,由体达用,从微至著,内含着对宇宙生成的见解.基于

这一点,李约瑟认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１２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

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所谓“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在朱熹之前,中国哲学的全部背景都是如此,
在朱熹之后,则有莱布尼茨的哲学如此⑥.

所谓有机哲学就是指有生命力的哲学,即贯穿着辩证思维方式的哲学,简言之,有机哲学就是辩

证法.在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活力论”即“灵魂说”主要是说明有机体或生物学的理论,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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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人的哲学»,庞景仁译,«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２、４期 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德]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人的哲学»,庞景仁译,«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２、４期 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vo１．II(Cambridge:theUniversityPress,１９５６):５００．
吴孟雪:«柏应理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６年秋之卷.
指孔子作的«易传»,即“十翼”.
[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６４页.



哲学领域,西方向来是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占统治地位,尤其是近代牛顿力学所引发的机

械论哲学,更使得希腊哲学的辩证法无人问津了.莱布尼茨哲学的“前定的和谐”命题,是自笛卡儿

以来的第一个辩证法命题,其来源于莱布尼茨对朱熹理学的研究,“他(莱布尼茨)的‘预先建立的’和
谐说(虽然是用有神论者的词汇写的,但这是当时欧洲环境所必需的),在那些谙熟中国宇宙观的人,
便觉得不陌生.万物之间,皆不相互施行作用,它们只在一个和谐的意志下共同活动.此种思想对

中国人已不是什么新观念”①.所谓“预先”或“前定”,即是先于“神”创世之前而定,这意味着“和谐”
是自然秩序,而不是神意,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单子”既是一种精神实体,同时又是一种具有生命

力的物活体,这与中国哲学的“理气合一”、“形神一体”观念完全契合.莱布尼茨在分析了朱熹的

“理”与“气”的一些基本特征之后指出:“这里的‘理’似是不指第一类精神实体而指普通的精神体或

单子.”②“单子”就是“理”,而“理”也就是“单子”.莱布尼茨学说与斯宾诺莎学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

斯宾诺莎那里只有一个“实体”,而在莱布尼茨那里有无数“实体”,这些“实体”都具有精神性或“能动

性”,“能动性是一般实体的本质”③.这跟朱熹对“理”、“气”和“太极”的描写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如
朱熹说:“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则未尝相离也.”④“天地之化,往者过,来
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⑤李约瑟指出,正是朱熹的这种

思想促成了莱布尼茨的“有机论哲学”.
“有机论哲学”通过“莱布尼茨 沃尔夫学派”在德国思想界有着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深深地扎

根在德国哲学界,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都受其熏陶.马克思曾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表

达了他对莱布尼茨的敬佩,列宁也曾指出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康德的

“星云假说”,实质上是一种最典型的“有机论的自然观”,恩格斯曾指出,正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在欧

洲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其实,康德的有机论的宇宙生成观早

在朱熹那里就有过类似表述,如朱熹说:“天地初开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

了,便拶去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
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⑥朱熹反对“神创说”,他指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

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⑦朱熹的这种见解远早于康德的有机宇宙生成论.
(三)“理”、“道”、“性”与“理性”.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它把

儒家的“理性”概念介绍到了欧洲.如«大学»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新)民,在止于至善.”而该书的拉丁译文意为:“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在于精炼或改进我从上天汲

取而来的理性(rationalemnaturam),这就如同一面最明亮的镜子,唯有扫除了蒙于其上的邪欲瑕

疵,才必然会恢复它那无比的清澈.(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使人民得到更新或再生(renov
andoseureparando),当然,要依靠他们本身的榜样和规劝.(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立场坚

定,保持最大的德行.”这里,“道”译成为“理性”.再如«中庸»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为:“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国哲学家孔子»译为:“上天置于人们心中的东西叫做理性.这种用理

性造成的、并对之加以模仿的东西,叫做法则,或叫做和理性的一致.反反复复、勤劳不辍地按照这

种法则实践并亲身遵循之,那就叫做教育或善德之学问.”⑧这里把“性”译成“理性”,把“道”译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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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译文转引自吴孟雪:«柏应理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６年秋之卷.



则,并认为其与“理性”一致.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哲学的“理性”从传入欧洲起,就被纳入了欧洲化思

维的进程,成为欧洲近代哲学“理性”概念的重要源头之一.
实际上,早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利玛窦等人在１６世纪就把中国哲学的“理”与“道”译成了

西文的reason(理性).１７世纪,欧洲哲学界开始广泛使用“理性”,到了１８世纪,“理性”成为整个思

想界所高扬的一个名词,就像一首乐章中高亢的音符———这是时代的最强音.１８世纪的欧洲进入

了一个理性的时代,“理性”一词在欧洲虽然有着本土的思想来源,但随着中国哲学的传入,中世纪

“理性”(神性)发生了质变,出现了取代上帝的一种“纯粹理性”①.所谓“纯粹理性”,一是不受“物性”
羁绊,绝对超验;二是不杂任何“神性”,绝对纯粹.而在此之前,欧洲的理性皆不纯粹.谢林说:“我
们一定能够———以便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找到一种上帝的替代物,更确切地

说是一种原始神明的替代物.”②欧洲人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后才认识到了“纯粹理性”的存在,而
中国却很早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理性”在希腊和基督教哲学传统中大致有三个用词,一是reason,二是nous,三是logos.基督

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理性”多是用nous和logos,它们都没有脱离“神性”,甚至等同于“神性”,如
«圣经»上说“道(logos)成肉身”,nous被理解为“宇宙灵魂”,等等.而reason一般被理解为毕达哥拉

斯学派的思想.«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把“道”翻译成拉丁文rationalem(理性)的同时,还用了另

一个拉丁字naturam,即“自然性”.因此,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儒家的“理”张扬了一种“自然律”(natＧ
urallaw),即“天道”,也即“理性”.如:“孔子所说‘天’,即为自然;所说之‘天道’,即为自然的道理;
所说‘顺天而行’,即为按自然的道理来行.自然的道理,即理也.”③埃德蒙莱特斯认为在欧洲人吸

收儒家思想的学术背景后面,“透过两大学说之间的争论而尤为突出.一派学说是基督教主张的启

示说;一派主张１８世纪所谓的‘自然道德律’或‘理性’说,此说可溯其源古典希腊罗马.这个争论是

西方本土固有,但这个本土争论却为吸收中国思想预先铺设好路途”④.可见,欧洲人是基于欧洲固

有的“理性”范式来接引、理解和吸收宋明理学之“理”的.
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的流行表明过去被视为“万恶之源”的无神论合法地楔入了欧洲思

想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

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

在的.”⑤这里所说的“清一色的无神者所组成的社会”就是指的中国社会.笛卡儿学派的另外一位重

要人物马勒伯朗士写了一篇«一位中国哲学家与基督教学者的对话»的冗长文章,对话中的一方“基
督教学者”可视为马勒伯朗士本人,对话中的另一方“中国哲学家”可视为朱熹的化身.马勒伯朗士

把中国哲学的“理”界定为无神论,反对把“理”说成是“上帝”,因为“理”没有脱离物性.马勒伯朗士

对朱熹“理”的“物”性认识与莱布尼茨把“理”比拟为“神”的做法从相反的方向上接近了朱熹“理”的
本色.因为在朱熹那里,“理”一方面是超验的,“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⑥,另
一方面,“理”与“气”又是不可分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⑦.莱布尼茨与马勒伯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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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曾把朱熹的“理”称为“至上理性”,所谓“至上理性”即超越任何经验的纯先验的理性,这是“纯粹理性”的第一层含

义.“纯粹理性”的另一层含义是不掺杂任何神性的理性,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说:“经过宗教原则的彻底转变和市俗化,中国人的

意识完全避开了宗教过程,并在一开始即达到了其他民族经过神话过程才能达到的纯理性的境地.”([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

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０页)从莱布尼茨到谢林,欧洲哲学家曾把这种“至上理性”和“纯粹理性”追
溯到中国哲学那里.

[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第１３８页.
宋晞:«中国文化与世界»,第２２页.
[美]埃德蒙莱特斯:«哲学家统治者»,«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６２页.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１６页.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１４页.



士都是有道理的.马勒伯朗士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所以在

１８世纪欧洲,变成为唯物论和无神论,变成革命的哲学,这一位笛卡儿(按即笛卡儿)中派的麦尔伯

兰基(马勒伯朗士)的解释,对于法国百科全书派是有一定的影响的”①.

１８世纪法国学者雷缪萨②曾用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翻译中国哲学中的“道”,黑格尔表

示质疑③,在他看来,“逻各斯”有神性,而“道”只是物性的抽象,应为“理性”,他写道:“中国人承认的

基本原则为理性(reason)———叫做‘道’.”④

(四)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罗博特姆说:“柏拉图曾传授过道德法则,但是,柏拉图是理论化

的和形而上学的,而孔子则是实践的,却是更重要和更成功的(后来,当伏尔泰对希腊的形而上学抱

着嘲笑和鄙夷的态度而转向儒家的实践人文主义时,他支持了这一观点).”⑤１６世纪中国哲学初传

欧洲时,利玛窦最早把它界定为一种“道德哲学”.到了德国哲学始祖莱布尼茨那里,他对中国的“实
践哲学”十分推崇⑥,莱布尼茨逝世之后,沃尔夫的哲学统治德国思想界近半个世纪⑦,沃尔夫在１７２１
年７月发表了一篇给他带来了厄运的演讲,题目就是«论中国的实践哲学».沃尔夫说:“中国人的智

慧自古以来遐迩闻名,中国治理国家的特殊才智令人钦佩.”“在我们眼中,孔子常常被看作如此伟大

的智慧的始祖.这种看法恰恰表明了对中国情况的一无所知.早在孔子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已经

为自己拥有最卓越的法而自豪了.”这种“法”是什么呢? 他认为,这就是“至善的准绳”,是“正派高尚

的品德”.沃尔夫宣称:“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⑧即使在因宣扬中

国哲学受到打击之后,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和中国哲学的正面评价,事隔２４年之后,他又发表了

一篇题为«在一个哲学王治理下人民的真正的幸福»的文章.康德作为沃尔夫的再传弟子,虽然开始

贬低中国哲学,然而尼采却把他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三字实指“孔夫子”.因

为在当时欧洲的语境中,孔子常被称为“中国人”⑨.马克思在提到“中国人”时还把他与古希腊哲学

家毕达哥拉斯相并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这
里,“完善的中国人”即指孔子.

那么,究竟怎样看待康德与中国哲学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呢? 学者谢文郁认为:“对于尼采来

说,康德用德国人的思路表达了中国思想,正在毒害德国人.”康德哲学中究竟哪些要素属于中国思

想呢? “我们不难在康德思想中找到儒家的影子.比如,儒家的核心概念‘诚’在康德那里用‘善良意

志’来指称;修身养性的根本原则‘率性而动’在康德的‘自我法则’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达.我想,
康德思想中的儒家成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消化并吸收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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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张允熠编:«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０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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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从幼年时就跟随弗朗茨阿尔伯特舒尔茨(FranzAlbertSchultz)学习,１７３２年,又进入舒尔茨任校长的腓特烈学院

(CollegiumFridericianum)学习拉丁文.而舒尔茨是沃尔夫的学生,因此,康德算是莱布尼茨的三传弟子.
[德]沃尔夫:«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张允熠编:«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第２５５、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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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①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早年也说过:“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②“康德之意见,吾国先儒

之说亦然.”③在毛泽东看来,康德“绝对命令”的道德律,就是宋儒的“天理”!
不过,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吸收了中国哲学思想要素.在哲学史上,除马

克思公开承认他继承了黑格尔又批判了黑格尔之外,主动承认吸收了别人思想的哲学家微乎其微.
尤其是康德,他“相当自信地认为,他的思想不是任何其他思想的翻版,而是自成一家的创造.所以,
他的道德哲学不提卢梭的贡献,当然也没有必要提及中国儒家思想的贡献”④.理性的先验性和至上

性、道德的形而上性和实践的自律性以及“止于至善”的终极关怀,等等,这些正是康德哲学能够打通

中西的主要隧道.

三、中国哲学与黑格尔

以上我们撮要讨论了中国哲学被纳入欧洲思维形式进而转化为欧洲哲学理念的若干内证,实际

上,中国哲学(包括佛、道哲学)对近代欧洲哲学思想的渗透远不止这些.单就１７世纪以来中欧哲学

的融通而言,最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哲学,而黑格尔哲学又是德国近代哲学发展的里程碑.因此,我们

有必要把黑格尔哲学作为个案提取出来给予专门剖析.
(一)黑格尔哲学的实质.“绝对精神”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范畴,有着基督教的logos、新柏拉

图主义与斯多葛派的nous的痕迹,然而,它更依托于笛卡儿、斯宾诺莎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之“实
体”论的基础和莱布尼茨以来德国唯理论哲学自身的土壤.马克思曾经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

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
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

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

的人类.”⑤跟前辈们的“实体”论不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个纯粹逻辑概念的推衍,是“主观精

神”和“客观精神”辩证否定的对立统一.“绝对精神”在经过了一系列辩证发展的过程之后,最终完

成了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它是“理性”的最高阶段.
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大厦在公式上可以表述为“三一式”,在方法上可以归结为“否定之否定”,在

理念上可以概括为“有、无、变”,简而言之,即对立面的统一.相互否定、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相互肯

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即“无”,“无”即“有”,“有”与“无”合一抱团而成“太极”———这就是“绝
对精神”的图式表达.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道家哲学尤其是«老子»一书对“无”的论述值

得重视.黑格尔认为,老子的«道德经»不属于儒家经典,但在哲学上却是十分重要的一部书.这部

书不仅讲了“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整个世界”的思想,而且提出了“绝对

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
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然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因

此这‘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做的本质”⑥.在这里,黑格尔从本体(being)来阐解老子

的“无”,认为它就是无规定的“本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又说:“无是与它自身单纯的同一,是完

全的空,没有规定,没有内容,在它自身中并没有区别无是(being)在我们的直观或思维中;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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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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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无是空的直观和思维本身,而那个空的直观或思维也就是纯有.———所以,无与纯有是同一

的规定,或不如说同一的无规定,因而一般说来,无与纯有是同一的东西.”①这里,黑格尔关于“无”的
观点与其对老子“无”的理解如出一辙.

在西方哲学史上,本来没有“无”这个范畴,正是黑格尔首先把“无”纳入了他的思辨哲学体系.
直至后来,海德格尔的“无”也是其存在论中的重要范畴.黑格尔之所以批判康德,是因为康德的“物
自体”不可知,悬隔于感性与知性之外.而在黑格尔这里,“物自体”不仅是可知的,而且是能动的、生
生不息的、终极的本体———这就是“绝对理念”即太极.

“有无变”、“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等等,这些辩证命题在黑格尔那里都是指的同

一事物两种属性的相成相辅,这是黑格尔哲学不同于欧洲传统哲学最显著的地方———在欧洲哲学史

上,我们绝难发现“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命题的前迹,但对于熟知中国儒、道哲学思维的人来说,这
却丝毫不陌生.欧洲哲学的实体论渗进了中国哲学元素,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中有着中国式的思维

逻辑.要深入探寻这一问题,我们就不能无视中国哲学在近两个世纪期间对欧洲哲学潜移默化的影

响,更不能忽略从莱布尼茨以来儒家哲学对德国哲学的渗入.斯宾诺莎的“神”、莱布尼茨的“单子”、
康德的“物自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人们从这些众多的“实体”论背后能看

到中国哲学“理”、“道”、“心”、“性”、“诚”、“太极”等概念的身影;从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到黑格尔

的“对立统一”———我们在这种德国式的思辨形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的特征.为此,我们有

必要揭开黑格尔“西方主义”的面纱而窥其背后的东方主义情结.
(二)黑格尔西方主义背后的东方主义情结.费尔巴哈说过:“谢林学派对东方向往,乃是这个学

派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向往西方贬抑东方,即是黑格尔学派的本质特征.”②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黑

格尔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表.实际上,知识渊博的黑格尔从来不否认东方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贡

献,他说:“亚细亚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造的地方.”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一样,
“精神的光明”也从亚洲升起,而它大放光芒却是在欧洲,“前亚细亚最为特异的,便是它没有闭关自

守过,将一切都送到了欧罗巴州.它代表着一切宗教原则和政治原则的开始,然而这些原则的发扬

光大则在欧罗巴州”③.他甚至用“盲人”来隐喻中世纪的欧洲,后者既然得到了启蒙,周围的一切都

看清楚了,那么,他现在就要“转而思索它自己内在的东西他重视他自己内在的太阳,更过于他

重视那原来的外界的太阳”④.这就是黑格尔强调的“自由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正如太阳自东

向西运行,中国是“最东方”的,相当于人类的幼年期,接着是希腊,代表着人类的青年期,罗马是人类

的中年期,而以日耳曼为主的欧洲则是人类的老年期.太阳运行的轨迹,也就是“精神”从“一个人”
的自由(东方的君主专制)向“全体人”的自由(日耳曼世界)发展的过程.黑格尔用充满诗意的笔调

写道:“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的历史有一

个东方历史有一个决定性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

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着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⑤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

义”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追述,东方是起点,作为“最东方”的中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正像黑格尔

所说,东方这个“外界的太阳”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他“内在的太阳”.
“内在的太阳”就是深藏内心世界的本质力量.为了深入研究中国,黑格尔在写«历史哲学»时几

乎阅读了当时他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文字材料和译成西文的各种中国经籍.有学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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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看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中所用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不得不对他对资

料搜集得完整表示惊讶.实际上黑格尔在１８２２ １８２３年冬季学期开始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
时,他将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了准备‘绪论’和‘中国’一章上面去了.”①除此之外,黑格尔对前人的

中国文化观也是熟悉的,他知晓马可波罗的游记,就是再往前的中西交通史也有所了解②.黑格尔

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所下的这番功夫,早已为国外学者注意:“黑格尔凭借着这种巨大的参考材料,自
己感觉有了不少的知识上的培养,我们现在确实已十分认识中国了.我们已有了中国文学和它的全

部生活,以至它的历史之深切的知识.”③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人们能够读到他对中国专制统治

的揭露和批判,但这并不能掩饰他对中国的推崇和向往.他承认中国历史悠久:“历史必须从中华帝

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④他认为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贵族阶层,除
皇室以外,人人平等;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值得欧洲人学习,如说:“只有那些机敏的人才能参政.要

职都由最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担任,因此中国常常被称为理想的国家,甚至于被当作我们应当效

法的样板.”⑤他注意到科学和文化在中国受到重视,“如果我们谈到中国的科学,那么我们迎面碰到

的便是关于它教育先进、历史悠久的显赫名声.假如我们深入一步,那么我们看到的是:科学极受尊

重,确切地说,公开受到了政府发起的高度评价和促进”⑥.不过,黑格尔的中国观是矛盾的,他说:
“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

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⑦

(三)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到黑格尔的时代,中国文化和哲学已在欧洲传播了近二百年,欧洲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从肇始发展到顶峰.在德国,这是一个由莱布尼茨、沃尔夫公开推崇中国转而走

向康德、赫尔德等人公开贬损中国的精神旅程.黑格尔同莱布尼茨一样,对中国的一切怀有好奇心.
他同样看重«易经»中所包含的哲学原则,如果说,莱布尼茨从阴阳两爻中看到了“零”与“一”,黑格尔

则从中发现了“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的规定”,发现了“有”与“无”、“肯定”与“否定”、“正
题”与“反题”⑧.黑格尔视阳、阴两个爻符互为正、反对立范畴,而阴阳“两仪”出于“太极”,“太极”自
然就是“正反合”了.«易传系辞上»又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可谓是“阴”与“阳”的“合题”即
“否定之否定”了.这实为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所独有.

中国哲学的“道”或“太极”,在黑格尔那里就叫“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道”在«周易»哲学中

就是“有无变”———“道”从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到派生出具体形象的天地万物,变化出无穷的大千世界

和精神现象,其逻辑过程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通过三个环节两次否定而生出自然、社会和精神现

象何其相似乃尔! 黑格尔在评述«老子»的“道”时透露出他的这一发现.他说:“这派(道家)的主要

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整个世界’”⑨———
在«老子»的生化公式中,“一”是正题,“二”是反题,“二”是对“一”的扬弃,但却保留着、包含着“一”;
“三”是“二”的否定,但是“三”既留着“一”又包含着“二”和前两项的部分要素,这是一个“否定之否

定”的圆圈.黑格尔还分析了«老子»中“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说:“到了这里,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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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需要提说一下.第一,我曾引证了‘三’,因为在那里我们想要看出别的类似这种形式的发生和

起源第二点需要说明的,这个IHV 是绝对的来源,是‘无’‘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

们所叫做的本质.”①黑格尔认为他的哲学“本质”就是«老子»哲学的“无”,这非常值得玩味!
有趣的是,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时,曾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把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一

切矛盾和费希特一切弱点集中起来,“编成了一条中国式的辫子”②.而最早注意到黑格尔哲学与中

国哲学之间极其相似的人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曾写道:“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在
中国人(孔夫子———引者注)和祆教徒那里已经可以找到”③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

写的一篇«国际述评»中再次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

样具有共同之点.”④既然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共同之点”,那么,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黑格

尔对中国哲学的公开回应却是一种极力贬低的评价呢? 这也是发人深思的.对此我们可以这么看:
首先,黑格尔成长于欧洲“中国热”流行的时代,他的前辈们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正负两方面评

价在他的思想中都有体现.我们发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批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观点,其中相当

一部分是借用了别人的说法.其次,“中国热”的消退归根到底取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崛起和中

国国势的急剧跌落,黑格尔逝世不久,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时过境迁,
西方人很少再会赞美自己的“手下败将”,相反,侮辱、贬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西方主义和种族主义

言论成为时尚,黑格尔的中国观不可能脱离这一时代背景.例如,他读过英使马戛尔尼１７９３年使华

的笔记和１７９８年出版的该使团副使斯当东的使华纪实,这对当时欧洲的“中国迷”可谓是当头一瓢

冷水,“中国热”沉寂下去,批判甚至抹黑中国之风一时流行起来.
再者,学者的特殊心态也不容忽视.黑格尔一再贬低中国哲学,斥责这些东西“枯燥”、“空虚”、

“原始的理性”,他对此“不感兴趣”,云云.但他又写道:“在当代和近代的宗教和神话里、重知的和神

秘的哲学里,我们可以感到愉快,因为在这些形态里可以发现理念一个人如果把从别人那里学

来的东西算做自己的东西,他愈要反对或贬斥那些东西.或者宁可说,他是被刺激起来反对它们的,
因为他的见解是从别人的见解造出来的.”⑤可见,探讨两种思想体系之间有无相互影响和彼此吸收,
绝不能依据学者本人的表白,而主要应取决于两类证据,一是外证,二是内证.外证指二者之间是否

曾在事实上建立起客观联系和信息交流,内证即在学理上看它们有无共同之点或相似之处.如果

内、外证都有,还要看发明者孰先孰后.从事实和逻辑一致的角度来看,相比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

儒、道哲学,黑格尔哲学显然是后来者,但同时又是超越者.

四、结　语

始于四百年前的中西哲学的“两极相联”和“伟大相遇”,以及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回应,对
欧洲近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显著标志便是在哲学领域用“理性上帝”取代了“神本上帝”.启蒙

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所需要的正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中国,他们运用来自中国的“理性”和无神论哲学

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在此过程中,西方思想家所看重的中国哲学“原则”,逐渐融入新生

的欧洲哲学范畴,被纳入西方的思维形式,中国元素被深深嵌入了西方语境的深处.
英国剑桥大学于１９９８年出版了«剑桥１７世纪哲学史»,该书在第一部分“１７世纪哲学的语境”中

列出了导致欧洲近代哲学产生的三大要素,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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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册,第１３０ １３１页.这句话中的IHV三个字母分别汉语“夷”“希”“微”的拉丁文发音的

第一个字母.这三个汉字出自«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
«列宁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７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５４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２６５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１６ １７页.



应作为重要背景之一被单独列为一章.该章认为在欧洲近代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哲学是一个重

要的影响因素和思想资源,西方从此“获得了儒家哲学中非常顶尖的知识”①.罗博特姆回顾了儒家

思想对法国、德国和英国影响的证据,认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影响在１７世纪欧洲的三种运动中可感受

到它的存在:(１)激发了针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批判精神;(２)唤醒了对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兴趣;
(３)意识到了学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②.这三种运动的学理依据皆得力于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

西方哲学无疑有着自身的大本大源与发展理路———这主要得力于希伯来文化即“犹太 基督

教”传统,但以儒学思想为主的中国哲学的输入,则与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的希腊思想共同形成

了理性时代“两个平行”的推动力,致使欧洲思想界执牛耳的重要思想家如莱布尼茨及其后学以及伏

尔泰等人“都毋庸置疑地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③.“启蒙思想家们的兴趣是要在中国发现普世主

义的内容,是要从犹太———希腊———基督教传统之外汲取榜样.他们了解中国并非出于自我兴趣,
而是要从中国文化中挖掘资源来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④美国学者孟德卫说,启蒙哲学家们认为诸

如基督教那样依靠神的启示和信仰的宗教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祸根所在,因此,“启蒙思想家寻求

用自然神论(理性宗教)来替代基督教(启示宗教)”⑤,中国哲学便成了他们的依皈.“启蒙哲学家们

赞美儒家道德,认为它无须借助宗教便能教导人们是非对错.事实上,启蒙哲学家们简直把孔子当

作他们的圣人.”⑥

欧洲的启蒙哲学家们还认为,中国的基于道德理性的政府正是欧洲中世纪世袭领主制所最缺乏

的.在欧洲的中世纪,平民无法进入政治圈子,反观中国,官员皆由考试录取而来,官员即学者,学者

即官员,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平民进入统治阶层铺设了通道,这种官僚科层体制是中国在人类历史上

的首创,因此,他们高度赞美中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制度:“儒学体系中最让欧洲人感到

欢欣的要素之一就是学者在中国的地位.欧洲大陆的学者们的这种共识可以追溯到１７世纪晚期启

蒙运动开始之时这个东方帝国就被视为是一块摧毁了政治家和学者之间樊篱的土地.当伏尔

泰在政治改革的领域中小心翼翼地探索时,他把‘哲学家’做王的中国作为理想国,并以此提议选拔

‘启蒙哲学家’出任内阁部长.伏尔泰被称为‘费尔梅的孔夫子’,这只不过表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知

识分子阶层内心中的一种向往而已.”⑦当我们发现文官制度在１９世纪的英国突然平地而起,知识分

子以平民身份也可“封官加爵”时,我们就更不能忽视中国元素对欧洲文化的实质性渗透了.
事实上,欧洲哲学正是从１７世纪才开始真正走向了实践理性和主体性的发展道路.自沃尔夫、

康德以来,道德哲学和人文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纯逻辑的本体论则渐次让位给自然科学

而沦为工具理性.当我们听到人们谈论普遍道德和“全球伦理”的重建时,我们就无法否认儒家哲学

至今仍具备的普遍性价值;“当弗兰克说出当时(１６ １８世纪)的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时,在中国学

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学者极为震惊.这种看法自然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

何被启蒙思想家所接受、所赞扬”⑧.对于中国思想在欧洲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他山之石”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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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欧美人并不忌讳这一史实:“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

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①

然而,从１９世纪末至整个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又出现了新的危机.理性主义复兴导致了欧洲近

代哲学革命,它的进一步发展则走向了反面:传统形而上学被强力“拒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思潮

泛滥,哲学本体论已不再具有知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恩格斯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就预告了哲学的

终结,进入２０世纪,许多知名哲学家都相继从各自的学理角度进一步断言哲学终结,如海德格尔所

言:“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

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②然而,与西方相比,中
国始终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在西欧尚处在神学(宗教)时代之际,中国则已进入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

时代.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讲,中国文化从根本上看就是一个以哲学代宗教的文化,“一条比宗教提供

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

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

的”③.其实,１９世纪的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认识,德国哲学家谢林就曾断言中国人因为避开了西方

人经过宗教的曲折历程,才获得了纯粹理性.西方理性主义哲学达到顶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现代

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峰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积弊之重延宕至今呈现出深

层次危机:要么以唯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物化思维、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体现人的“在场”,要么以张

扬唯意志论、直觉论、“现象学”的“存在”还原意识之人,甚至把哲学碎片化为一种纯粹的语言分析工

具,等等.现代西方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中把真正的哲学抛弃了,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大道理

没人讲了,正如德里达所说:哲学被解构得不再是哲学了,以至于其解构主义也不是哲学,只能算作

一种“思想”了④.人们开始呼吁“重建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上学”离不开中国哲学的在场,三
百多年来,从莱布尼茨到海德格尔,相当一批欧洲主流哲学家无不把欧洲思想界寻求支援力量的关

注目光一再投向中国,试图从跨文化角度汲取东方的智慧和营养.
然而,基于跨文化的视角,我们应着眼于人类理智共性的“普照的光”,而不是拘泥于对中国哲学

文本所谓绝对正确、无误的理解或诠释.且不说当年莱布尼茨、伏尔泰、沃尔夫以及他们的后来者黑

格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异质文化的隔膜下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儒家的经典,就是今天的中国人

又何尝能够真实无误地完全理解自己祖先的坟典呢? 中西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沟壑,古今之间存在

着一个文化沟壑,日耳曼人的近代欧洲与古希腊、古罗马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文化沟壑,因此,跨文化

的哲学交流,重在思想的启蒙、启发、启示.跨越沟壑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既为一种同质的共求,更是

一种异质的互补,唯有如此才能对人类的文化总量有所增益,对其品质有所提升.由此来看,欧洲哲

学对中国哲学的需求不在于原汁原味地照搬,而在于后启蒙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理,当
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吸收,也当如此.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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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９页.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１２４４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的精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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